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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诈骗犯罪中，对于犯罪成本是否扣除，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亦存在不同观点。

诈骗罪中，嫌疑人支付给被害人的财物，在认定诈骗金额时是否扣减，这直接影响诈骗罪的成立与否，

也关系到被害人被骗财物的退赔或追缴额。在司法实践中，犯罪成本是否扣除应当立足于案件行为人角

度出发，兼顾被害人利益，将对被害人具有经济价值的犯罪成本应当予以扣除，更能符合刑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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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ime of fraud, there is no clear stipulation in law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whether the 
crime cost is deducted,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the crime of fraud, 
the suspect pays to the victim’s property,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mount of fraud is deducted,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e of fraud or not, but also relates to the victim 
cheated property refund or recovery amount. In judicial practice, whether the deduction of crime 
cos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petrator of the cas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
terests of the victim, the criminal cost of economic value to the victim should be deducted,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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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犯罪成本是被告人为了实施犯罪行为付出的物质成本，是行为人为了实施犯罪行为而进行的物质类

支出。在诈骗犯罪中，刑法更加突出从被害人的法益侵害层面来确定被害人损失，但司法实践中的个案

往往难以以统一的路径确定受害人损失。 

2. 问题的提出 

在诈骗类犯罪中，犯罪成本的扣除问题一直是学界和司法实践争议的焦点，犯罪成本的扣除关系到

犯罪数额的问题，也关系到犯罪是否成立的问题。在诈骗类犯罪案件中，行为人犯罪成本的扣除问题首

先是关系到诈骗罪是否成立的问题，不仅如此，犯罪数额的扣除还影响到量刑问题。但是，目前在司法

实践中，对被害人有经济价值的犯罪成本是否应当在诈骗数额中予以扣除确没有得到明确和统一。笔者

认为，对被害人具有经济价值的犯罪成本中的数额，应当以刑法精神为理论立足点，在主观客观相统一

的基础上，考量被害人利益，从经济价值基础上考量对被害人的效用，从而对该犯罪成本的扣除问题进

行合理评价。 

3. 司法实践案例 

案例一：被告人阚莹与受害人马云峰相识后，阚莹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谎称其有一提七饼“97
水蓝印”普洱茶出售，以一饼 34,000 元的价格与马云峰达成合意，骗得马云峰支付的货款人民币 238,000
元。后阚莹以云南海鑫堂普洱茶冒充“97 水蓝印”普洱茶向马云峰发货。经鉴定，该云南海鑫堂普洱茶

的实际价值仅为 4389 元 1。 
争议焦点：被告人阚莹发货给被害人的实际价值为 4389 元的云南海鑫堂普洱茶能否在犯罪数额中扣

除？一种观点认为云南海鑫堂普洱茶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和商品的流通性，可以将其认定为被告人向受

害人让渡的利益，其价值应当从骗取的货款中扣除。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立足被害人本意，被害人购

买“97 水蓝印”普洱茶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收藏，追求的是投资价值。而被告人提供的货物与被害人本意

不符，并不符合被害人的需求，因此不能在片区的货款中扣除。 
案例二：被告贾某伙同张某骗取被害人王某、史某向金融有限公司分期贷款购买 2 部 iphone7plus 手

机，造成两名被害人承担贷款及其他费用共计人民币 17125.92 元，被告人贾某支付王某、史某各 800 元

报酬。此外，被告人贾某等人骗取被害人江某向某金融有限公司分期贷款购买 1 部 oppo 牌 r9splus 手机，

造成被害人江某承担贷款及其他费用人民币 3672.48 元，被告人贾某支付江某 770 元报酬 2。 
争议焦点：贾某等人向被害人支付的报酬是否在犯罪数额中扣除。一种观点认为，王某等受害人在

整个过程中被骗财物共计 20798.4 元，同时受害人在整个过程中获得报酬 1570 元，所以贾某等人获得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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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 0506 刑初 978 号。 
2详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19 年第 6 期。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421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孙华建 
 

 

DOI: 10.12677/ds.2023.94210 1544 争议解决 
 

物的实际数额应当减去受害人所实际取得的报酬，犯罪成本数额应当在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应为

19228.4 元。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害人在两次行为中的损失应当认定为所支付的所有费用相加，为 20798.4
元，且以此为犯罪数额。 

案例三：被告人刘某、魏某经预谋商量，明知没有“UR”公司的授权，通过私刻“广州优岸美致时

装有限公司”印章，伪造 UR 品牌授权书的方式骗取信任，以“重庆鼎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和

济宁兰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等方式，骗取济宁兰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装

修补贴 90 万元，用于装修、还账以及其他经营行为等。公诉机关当庭指控，扣减二被告人实际支付 24.5
万元装修款项，二被告人魏某、刘某实际诈骗所得 65.5 万元。被告人魏某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犯

罪数额应扣减装修款、货款以及支付的税金。一审法院判决：1) 被告人魏某、刘某犯诈骗罪。2) 责令被

告人魏某、刘某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人民币 643384.7 元 3。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认定犯罪数额时，是否应当扣减被告人实际用于装修款项数额 24.5 万元。一种观

点认为，刘某等人为此支付的 24.5 万元装修款项符合受害人的处分意识，对受害人具有实际效用，应当在

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数额应当为行为人刘某等人在受害人实际支付的 90 万元。 

4. 解释性规定在实践中的困境 

根据上述的案例和争议焦点中可以提炼出共同的争议点：对于被害人具有经济价值的犯罪成本是否

扣除？在目前的解释性文件中，有以下解释性规定能为犯罪成本是否在犯罪数额中扣除提供参考；最高

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1] 8 号)，该《纪要》规定，行为人在

实施该类犯罪活动过程中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不予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

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 18 号)的第 5 条规定也对上述文件对关于行为

人支出的专门费用不予以扣除的相关解释的再一次肯定。但是，上述的法律解释性规定并不能在目前的

案件审理中将犯罪成本做出恰当处理。无论是从司法实践还是从文中列出的案例看来，行为人在犯罪过

程中的犯罪成本不仅仅表现在广告费、中介费之中[1]，例如在案例二中，贾某等人为骗取受害人手机而

向其支付 1570 元报酬，显然，将其向受害人支付的报酬并不能概括到中介费之列。又如在“苏州阚某诈

骗案”中，行为人向受害人交付的一级茶叶无法涵盖到广告费、中介费等之列。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

犯罪成本的认定趋于两个方向：一是立足与行为人角度，主张有利于行为人解释，同时要考量受害人在

受害过程中的财物取得数额，受害人在此过程中取得的财物往往和行为人支出的财产成互换关系，此种

主张的结论是将受害人在被害过程中所取得的财物在行为人的犯罪数额中扣除，以此能够贯穿到犯罪成

立问题和量刑问题；二是直接以受害人受不法侵害为角度，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不考虑受害人角度，以

此在犯罪数额上做出不利于行为人的评价。两种主张虽泾渭分明，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对应

该选择哪一种主张的标准上做界定和区分。如何认定哪些犯罪成本应当在数额中扣除，哪些应当纳入犯

罪数额？实践中往往个案而论。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司法解释对于此相关问题的相关规定并不全面。

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实务机关对犯罪数额认定存在差异性理解，这将直接导致该问题在操作层面上

的不统一。 

5. 从经济价值角度探索问题的审视路径 

从循环解释角度出发，要想此问题得到解决，并且达到形式要件的闭环，应当构建出基本的审视路

径。上述问题中若以经济价值作为解决关键点，可从犯罪成本与犯罪数额、财产损失界定、受害人经济

效用等方面作为审视路径的判断规则。 

 

 

3详见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 08 刑终 160 号。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4210


孙华建 
 

 

DOI: 10.12677/ds.2023.94210 1545 争议解决 
 

(一) 区分犯罪成本与犯罪数额 
目前，国内的犯罪成本的通说认为犯罪成本应当满足现实性、直接性等。关于现实性，即犯罪成本

应当是行为人所付出的实物，实践中通常表现为犯罪工具、财产性支出等，例如为实施抢劫犯罪而购买

的凶器、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出的广告费等等，不包括行为人的精神损失。关于直接性，则要求行

为人所支出的犯罪成本应当和实施的犯罪直接相关，不可跨越式关联。从经济价值角度出发，结合实践

中具体个案，诈骗罪犯罪成本在具体个案中多数呈现为犯罪工具、财产性支出等形态，那么在前文的案

例中，贾某向受害人支付的报酬，可认定为是犯罪成本。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行为人的犯罪成本对被害

人而言没有意义时，就不能作为被害人“所得”的内容衡量在内[2]。前文案例中阚某在贸易中交付给被

害人的财物，对于被害人而言则没有其意欲的收藏和投资价值。 
同时，对于犯罪成本的直接性要求否定了行为人间接性支出在数额中的认定。犯罪数额则是在刑法

中对于构成财产类犯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求，犯罪数额首先会与犯罪事实的构成起到出罪与入罪的作用，

然后是在后续的刑事审判阶段对刑罚量刑紧密关联。犯罪数额在司法实践中与危害的衡量做关联，将犯

罪数额转化为货币等一般等价物形式，以此作为刑罚量刑的重要参考。以此为角度能够发现，犯罪数额

的大小往往和刑罚量刑的轻重呈正比例关系，而犯罪成本的多少并不会与刑罚的轻重呈现直接的比例关

系。同时，犯罪成本更多地体现出经济学解释范畴，犯罪成本的多少并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对

犯罪数额的认定上应当将成本作出区分，是认定犯罪数额的前提要求。 
(二) 明晰财产损失界定 
首先，财产损失是一个客观的概念，基于此论，财产损失的对象则应当囊括行为人和受害人这两个

对立方。当然，目前的司法实践一般不将行为人的财产损失在案件中予以考量。财产损失的界定关乎到

罪名是否成立以及后续的刑事量刑之中，那么在财产类案件当中，对受害人财产损失的清晰界定显得举

足轻重。从刑法学角度，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以此为视角进行类推与细化，财产犯罪的本质是

对财产法益的侵害，在既遂的财产类案件中，行为人的财产支出将与受害人的财产支出进行形式上的交

换，从财产损失的外在表现而言，此时被害人财产损失被行为人的财产支出所填补成为了可能。认定财

产损失应综合考量被害人的“得”与“失”，并以造成的实质财产损失作为主要评判标准[3]，但是，所

谓财产的“损失”应当如何明晰，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因此，在此问题上的明晰路径成为了犯罪成本

是否在犯罪数额中扣除的必经之路。 
1) 整体财产损失说 
该学说承认前述中行为人与受害人在整个行为中的财产互换，同时也在此基础上主张整体的利益得

失。具体而言，若以受害人角度而言，应当将整体行为中的支出财产和取得性财产做出综合性比较，如

果整个行为中整体财产的取得不小于损失，则不构成“财产损失”；认为财产性犯罪数额不应当只将目

光锁定在受害人的财物的数额之丧失，而应当将在其整个过程中取得的财产所反映出的价值综合比较。

依目前的世界范围内法律制度和学术理论通说，德国、瑞士等国家在财产型犯罪上是采用的整体财产损

失说，要求在既遂的财产型犯罪中，受害人整体财产的减少为必要的犯罪构成要件。 
2) 个别财产减少说 
与整体财产说相反，该说的观点认为受害人在被害过程中受到的财产法益侵害是实质的构成要件，

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当与受害人个别的财产丧失紧密关联，不需要考虑受害人在过程中的取得数额。行为

人在过程中向受害人交付财物与否并非罪名成立的构成要件，将行为人支出财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成立

之外，亦不用讨论量刑问题。以目前呈现的学术通论，个别财产减少说在日本的刑法中得以贯彻。值得

注意的是，日本刑法对于该说的认定与其刑法中的背信罪作出了明确区分。法益的侵害不能从受害人的

简单交付就作为单独要件，要考量受害人的实质法益受侵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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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案件中主张整体财产损失说或者个别财产减少说，都是从不同角度理解对财产损失的界定，相

关的理解认定也为实务部门中的财产型犯罪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相关的犯罪成

本能否在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是不同学说主张在具体案件中的反映与应用。从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角

度，在财产类个案中多数肯定了整体财产说。整体财产损失说立足于整个案件的始末，反对将行为人的

财物支出和受害人的财物取得割裂看待，在整个过程中，若行为人的财产性支出和受害人的财物取得存

在因果关系，包括互换型和交易型，都应当在整个案件中综合评价，以免造成形而上地对个案进行评价。

处分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输送利益行为[4]，从经济价值角度分析，对于受害人而言，行为人在进行财产侵

害过程中的财产性支出在经济价值的客观层面上应当得到肯定，各方的支出与取得都是财物价值的转置，

都代表着各方的财物价值在客观上的增量与减少，以受害人经济价值为角度，从行为人方取得的财物是

对己方所支出财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经济价值的填平。在文首的案例中，贾某向受害人支付的报酬是整

个犯罪活动的内容，且向受害人支付的报酬具有实质的经济价值，能够为受害人的所受损失在财产价值

上的填补，减少了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进一步明确财产的损失范围。 
(三) 从被害人效用角度肯定犯罪成本的经济价值 
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实质是对法益的保护。法益的侵害程度在认定时也要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纳入其

中，因此，对于法益侵害的认定应当将受害人主观价值和经济价值叠加考量。财产权是一种自我决定权，

财产权的行使须反映权利人的真实意思[5]，在明确财产损失之后，是对法益损害部分的范围做了进一步

划分，如何判定犯罪成本在犯罪数额中是否扣除，还需以法律保护对象为标尺，考量行为人支出的犯罪

成本对受害人而言的经济效用。值得注意的是，诈骗罪等财产型犯罪由于受害人对象具有特定性、确定

性等要素，行为人过程中支付的犯罪成本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必须站在受害人的角度，认定角度可表现为

是否符合处分意识、是否具有利用目的等主观价值方面，观察正常市场交易中的财产处分意识的内容，

可以推知诈骗罪对财产处分意识的程度要求[6]。在前文阚莹诈骗案中，被害人的对货款的处分意识是购

入具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的货物，而非被告人提供的具有普通流通价值的财物。充分考量行为人的处

分意识，更能够体现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6. 结语 

犯罪成本在犯罪数额中扣除与否所需要考量的要素在实践中往往因为个案情况而出现争议，对于犯罪

成本是否扣除的认定上除了依照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还需要司法实务机关在面对司法解释

无明确规定、实务阶段判断标准模糊时，参考多种影响要素，对犯罪成本是否扣除进行具体的实质判断。

考虑对受害人具有实际效用的犯罪成本对其法益的补偿作用，更能体现刑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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